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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UN-SDGs），融入生态系统服务，建立了面向易地扶

贫搬迁政策的村落和农牧户尺度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西藏典型易地扶贫搬迁

迁入村——白朗村及村内农牧户在搬迁前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状况变化。结果表明：在村落

尺度，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后迁入村在消除贫困（SDG 1）、能源可持续（SDG 7）和可持续住区

（SDG 11）三项目标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数值较搬迁前显著增加，但可持续发展指数总分降低

2.91%；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直接影响的农牧户收入、用水和交通等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可持续发展

指数贡献率从49.4%增加至54.23%，但政策间接影响的生态系统相关的指标，其可持续发展指

数贡献率由50.6%降低至45.77%；在农牧户尺度，易地扶贫搬迁显著促进了搬迁农牧户消除贫

困（SDG 1）和体面工作（SDG 8）目标的实现，且在村落资源总量有限、大量人口迁入的情况下原

住农牧户各项可持续发展指标依然稳定增长。研究为白朗村搬迁后的管理和投入工作提供方

向，并为未来其他地区搬迁工作中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定和迁入人口数量的确定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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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试

点工程以来，截至 2015年，中央对该项工程累计投资 363亿元，已实现了 680万人口的

搬迁[1]。在经过“三西”移民、京津风沙源移民工程和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后逐渐完

善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有力促进了我国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居民摆脱贫困，以及“一方

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人口地区发展[2]。在“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更

是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以及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工程之一[3,4]。

易地扶贫搬迁在国内移民搬迁已有相关文献中，学者们主要使用了“易地扶贫搬

迁”和“生态移民”两个关键词。其中，“生态移民”一词源于国外早期的研究和实

践[5]，国外早期对于因环境问题而进行的人口迁移主要使用“环境移民”（Environmental

Migration）和“生态移民”（Ecological Migration）两个关键词[6,7]。尽管我国政府主导的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与国外的“环境移民”和“生态移民”在实施原因和形式上具有一定

共性，但在政策实践中根据国情需要逐渐发展为中国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4]。在国内

“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移民”概念同时使用的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在2007年的《易

地扶贫搬迁“十一五”规划》中将“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移民”概念合并，两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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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均为“通过对生活在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贫困人口实施搬迁，达到消除贫困和改善

生态的双重目标”。因此，在该文件出台后的国外文献对国内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

的研究中使用的“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和“Ecological Migration”均是指易

地扶贫搬迁[8-10]。此后，国家发改委在2016年又将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内容细化为

“旨在对自然条件严酷、生存环境恶劣、发展条件严重欠缺且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相对集中

的农村贫困地区实施人口搬迁，以达到消除贫困和改善生态的双重目标”。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生态较为脆弱地区人民生活福祉和生态

环境改善影响巨大，已有研究已经梳理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历史演进和政策过程[4,11]，

并对典型区域的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会

对迁出地生态资源、搬迁农牧户的生计等多方面因素产生正面影响[12-14]，同时也有可能会

影响迁入地生态系统服务，增大其生态风险[15]。因此，从村落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的效果和影响进行研究，对于降低未来搬迁工作的政策成本和提升政策目

标实现程度有着重要意义。

评价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基础是构建一个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定量指标体系。

2015年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联合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包含17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以及 169项具体目标[16]。基于

UN-SDGs指标体系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使得研究结果之间的可比性增强[17-19]，而利用

UN-SDGs体系对于我国实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国家土地整治工程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等

大规模项目的评价也能更加全面地反映项目的综合效益[20]；此外，城镇化发展及土地利

用等专项可持续发展评价同样可以和UN-SDGs框架进行结合[21-25]。可见，充分利用UN-

SDGs这套世界范围内认可的指标体系进行各级区域和各类项目的可持续性评估对于指导

地方政策调整和项目工程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在针对UN-SDGs体系本身的研究发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存在一定权衡/协

同关系。因此，根据区域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应对目标的实现进行合理调

配，在特殊的政策背景和有限的资源情况下，优先着重评估和实现部分目标[26]。此外，

UN-SDGs指标主要是针对国家尺度的评价，在实际研究应用中，被指出存在指标过于宽

泛和不易量化的问题[27]。因此，学者们大多基于UN-SDGs中的17项目标，在具体目标和

指标层面结合研究区域和内容择优选取，并加入更具可比性和针对性的指标。

西藏自治区作为全国 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唯一以全区整体划入贫困区的地区，旨

在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将生态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

26.312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安置到自治区内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村庄或开发区[28]。其

中，藏南河谷区作为西藏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和工农业相对发达的区域，成为易地扶贫搬

迁的主要迁入区。藏南河谷区是西藏的人口和经济中心，近年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已使

其部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呈退化趋势[29]，而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涉及大量的土地整治工

作以及人口的迁入。因此，定量评估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藏南河谷易地扶贫搬迁迁入区

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将对后续安置管理工作的实施和区域生态政策的调整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取西藏藏南河谷区的林周县白朗村作为研究区域作为河谷地区半农半牧村

落，白朗村优越的农牧业发展条件以及面积广大的土地资源使其成为优质的易地扶贫搬

迁迁入区，该村的自然条件、发展模式和村落规模使其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藏南河谷区迁

入村。本文基于UN-SDGs，结合生态系统服务，建立面向西藏易地扶贫搬迁的村落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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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从村落和农牧户两个尺度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中的迁入区在搬迁

实施前后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评估。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白朗村位于拉萨市林周县西南部，具体地域范围位于91°1′~91°10′E、29°46′~29°55′N

之间，占地面积约123 km2，土地利用类型以草地为主，约114.59 km2；白朗行政村由白

朗村、亏村、当果村和嘎布村四个自然村组成，该村地形南高北低，主要由山前洪积扇

平原和山地组成，海拔在3500~5500 m之间（图1）。白朗村在西藏地区属气候条件优越

区，年均气温7.5 ℃，年均降雨量440 mm，夏季雨热同期，全年光照资源充足[30]。

《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规划》中指出，“十三五”期间，拉萨市约

24821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计划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稳定脱贫，此外，拉萨市要承接

昌都“三岩”片区跨市搬迁的安置任务。白朗村作为全县45个贫困村之一，因具有相对

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发展潜力被划定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在2016年—2019年间，

通过在白朗行政村内建设移民新村的方式，完成了一期县内搬迁和二期昌都“三岩”片

区搬迁共157户（约760人）农牧户的集中安置工作。其中，县内100户主要来自卡孜乡

内的田嘎村和克布村等安置区周边村落；另外57户主要来自芒康县“三岩”片区，该批

搬迁户的主要生产方式为农牧兼作。此外，县内搬迁户中外出打工人数较多。截至

2019年末，该村共有农牧户295户（原住户138户和迁入住户157户）。在易地扶贫搬迁

实施背景下，该村北部平原区在搬迁前后的土地利用结构产生较大变化（图 2）。由于

“卡孜新村”和“三岩”片区移民新村两个集中安置区的建设任务，以及迁入农牧户农业

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致使白朗村部分草地转变为居民点用地和耕地。

1.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包括白朗村土地利用、土壤数据数据、NDVI数据以及农牧户问卷调研数

据。其中，2013年和2019年白朗村土地利用现状矢量数据主要基于Google Earth 17级可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 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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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光影像（1 m分辨率），结合野外实地勘测人工绘制而成。土壤数据主要包括土壤容重

和土壤有机质等，为 2013年和 2017年利用 5 cm环刀采集的 0~30 cm土层土壤样品测试

得到[30]。NDVI数据为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https://lpdaac.usgs.gov/product_search/）发布

的MOD13A1产品，时间分辨率为 16 d，空间分辨率为 250 m，使用MRT （MODIS RE-

PROJECTION TOOL）软件对 2013年和 2019年的 46期影像进行数据格式转换和投影变

换，并利用最大值合成法获取研究区的年度NDVI数据。

农牧户调研工作分别于 2013年和 2019年完成，2013年主要在白朗村白朗组进行，

采用随机抽样对40户农牧户进行问卷调查；2019年的问卷调查工作则针对搬迁户和原住

居民分别进行。其中，为了满足研究进行配对 t检验的数据需求，2019年白朗村原住农

牧户的样本保持与2013年调研时一致，对于迁入农牧户则在两处搬迁集中安置点每处随

机抽取20户进行调研。基于农牧户专业知识和信任程度的考量，每户的调研由至少两名

具备专业知识调研人员和一名村委会成员共同完成，每份问卷完成时间约60分钟。调研

内容主要包括农牧户姓名、家庭人口组成、收入、土地利用情况、农作物产量、食物、

能源、水资源等消费及使用等，其中对迁入农牧户搬迁前部分数据的调研主要基于户主

回忆和相关文本证明。

1.3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影响路径分析框架

本文以“一江两河”流域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村落为研究区域，基于UN-SDGs

框架，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体系，构建针对西藏村落和农牧

户尺度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村落尺度，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影响途径定量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对迁入区所在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其中直接途径是搬迁政策对村落农

牧户收入、就业、用水和交通条件的影响，间接途径是安置区建设和人口迁入后引起迁

入村生态系统和土地利用等变化，最后影响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图 3）。在农牧户尺

度，研究基于调查问卷将农牧户分为迁入农牧户和原住农牧户两个群体，利用配对 t检

图2 白朗村土地利用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of Baila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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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基于农牧户尺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粮食年产量、年人均纯收入、年牛粪消耗量和

非农就业率）分别对迁入农牧户和原住农牧户在搬迁前后的数值进行统计学分析。

1.4 指标体系构建及研究方法

1.4.1 指标体系构建

UN-SDGs是面向世界范围的目标和指标体系，要在考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影响的基

础上，建立基于UN-SDGs的村落级指标体系，在目标层面要与全球目标一致，但在具体

指标上要充分考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这一背景以及村落这一空间尺度以保证指标的针对性

和可衡量性[31]。易地扶贫搬迁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基础服务设施改善和就业培训等方式来

直接改善迁入村及其农牧户的生活条件。因此，基于UN-SDGs中消除贫困（SDG 1）、水

源可持续管理（SDG 6）、体面工作（SDG 8）和可持续住区（SDG 11）四项目标中的具

体目标，分别选取高于国家贫困标准的农牧户比例、用水方便农牧户比例、非农就业比例

和村内居民点距离村硬化道路平均距离四项指标作为衡量政策以直接途径影响村落可持续

发展的指标。易地扶贫搬迁中安置区的建设将对村落的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整

理，进而改变村落土地利用/覆被，影响村落的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加之人口的迁入，

进一步影响村落生态系统服服务的供需。基于此，对应UN-SDGs中消除饥饿（SDG 2）、

可持续能源（SDG 7）、气候行动（SDG 13）和陆地生态系统保护（SDG 15）四项目标及

其具体目标，分别选取粮食供应服务、能源供应服务、固碳服务和草地覆盖度作为衡量易

地扶贫搬迁以间接途径影响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易地扶贫搬迁对迁

入村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性的影响，三项生态系统服务的具体指

标计算均采用物质量评价方法[32]，不考虑价值和市场等因素。对于农牧户尺度的可持续发

展评价我们选取村落尺度目标体系中包含的消除贫困（SDG 1）、消除饥饿（SDG 2）、体

面工作（SDG 8）和可持续住区（SDG 11）四项目标，将年人均纯收入、家庭年粮食总产

量、家庭年牛粪能源消耗量和家庭非农就业率作为农牧户尺度的指标（表1）。

1.4.2 村落尺度指标标准化处理及计算

村落尺度可持续发展指标分搬迁前和搬迁后两期计算。因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在

2016—2018年间进行，搬迁前主要基于2013年牧户调研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土壤采样

数据和 NDVI 数据，搬迁后主要基于 2019 年土地利用数据、牧户调研数据和 NDVI 数

据。其中，搬迁后野外土壤采样数据为 2017 年下半年获取，截至 2017 年 6 月，已有

图3 分析框架

Fig. 3 Analy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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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户搬迁农牧户入住半年以上，因此该数据可以有效反映搬迁后的固碳服务变化趋势。

（1）指标标准化方法

为了使指标之间具有可比和可加性，将所有指标值归一化至 [0, 1] 区间，公式如下：

Xi =
xi - xi, min

xi, max - xi, min

（1）

Xi =
xi, max - xi

xi, max - xi, min

（2）

式中：xi、xi, max、xi, min分别为第 i项村落尺度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实际值、最大值、最小值；

Xi为第 i项村落尺度可持续发展指标标准化处理后位于区间 [0, 1] 的值，其中正负向指标

分别使用式（1）、式（2）计算。

（2）村落可持续发展指数

利用标准化处理后的村落尺度可持续发展指标，计算村落可持续发展指数：

表1 基于UN-SDGs的村落及农牧户尺度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villages and farmers based on UN-SDGS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SDG 1. 消除贫困

SDG 2. 消除饥饿

SDG 6. 水源可持续

管理

SDG 7. 可持续清洁

能源

SDG 8.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SDG 11. 可持续城

市和住区

SDG 13. 气候行动

SDG 15. 陆地生态

系统保护

具体目标

SDG 1.2

SDG 2.1

SDG 6.1

SDG 7.1

SDG 8.5

SDG 11.2

SDG 13.1

SDG 15.3

村落尺度具体指标

指标

农牧户脱贫率/%

生态系统粮食供

给服务/(kg/a2)

用水便捷度/%

生态系统能源供

给服务/(kg/a2)

非农就业比例/%

交通便捷度/m

生态系统碳固定

服务②/107 kg C

草地植被覆

盖度/%

指标说明与计算

调研农牧户中人均年纯收入高于

2300元的农牧户数/调研总户数①

户均粮食年总产量（包括小麦和

青稞）

调研农牧户中认为用水方便的户

数/调研总户数

户均牛粪能源年消耗量

户均非农就业比例

基于矢量化村落土地利用图和

ArcGIS中Near功能计算各居民点

距硬化道路最近距离

基于野外土壤采样容重和有机

质数据计算草地表层土壤有机

碳含量③

基于 NDVI 栅格数据和村落土地

利用矢量数据利用ArcGIS中Zon-

al Statistics 计算栅格尺度的村落

草地的植被覆盖度

农牧户尺度

具体指标

人均年纯收入/元

家庭年粮食总产

量/(kg/a2)

家庭年牛粪消能

源耗量/(kg/a2)

家庭非农就业

比例/%

影响

方式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直接

间接

间接

注：① 以2011年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中颁布的国家扶贫标准2300元（年人均纯收入）作为贫困线标准来计算农

牧户脱贫率[33,34]。② 考虑到白朗村93.13%的土地资源为草地，因此将草地生态系统中土壤有机碳储量作为衡量固碳

服务指标，该指标基于天然放牧草地、人工草地和山地草地三类草地的面积和土壤性状数据分别计算。③ 土壤有机

碳密度计算公式为[35]： SOCD =∑
i = 1

n

0.58 × Hi × ρi × Ci /100 ，式中：SOCD为土壤有机碳密度（kg/m2）；ρi为第 i层土壤去

除>2 mm的砾石、植物根等后的容重（g/cm3）；0.58为Bemmelen换算系数；Hi为第 i层土壤的厚度（cm）；Ci为第

i层土壤的有机质含量（g/kg）。全村土壤有机碳储量计算公式为： SOCS =∑
i = 1

n

SOCDi × Ai ，式中：SOCS为村草地表层

土壤有机碳储量（kg）；SOCDi为第 i种草地类型的土壤有机碳密度（kg/m2）；Ai为第 i种草地类型的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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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D =∑
i = 1

n

Xi （3）

式中：VSD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指数。

（3）可持续发展指数贡献率

根据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不同影响方式，分别计算政策直接影响

目标下各项指标之和占村落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SDCOi =
∑

j = 1

n

Xij

VSD
（4）

式中：SDCOi为第 i类指标（分为政策直接影响类和政策间接影响类）的可持续发展指数

贡献率；Xij为第 i类指标中第 j项指标的标准化数值；n为指标的个数（项），每一类指标

均有4项，这里n=4。

1.4.3 农牧户尺度指标 t检验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易地扶贫搬迁对迁入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利用配对 t检验方法分

别检验白朗村原住农牧户和迁入农牧户在政策前后对SDG 1（消除贫困）、SDG 2（消除

饥饿）、SDG 7（可持续能源）和SDG 8（体面工作）的实现程度差异。其中，搬迁农牧

户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对比是指在迁入白朗村以前 （2013 年） 的指标与迁入白朗村后

（2019年）的指标对比；白朗村原住户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对比是指搬迁户迁入白朗村前

（2013年）和搬迁户迁入后（2019年）指标的对比。农牧户尺度的分析指标分别使用各

农牧户搬迁前后年人均纯收入、粮食年产量、年牛粪使用量和非农就业率。

2 结果分析

2.1 村落尺度可持续发展指标差异

2.1.1 易地扶贫搬迁对村落可持续发展指标影响

依据式（1）和式（2）对村落尺度指标标准化处理后，得到白朗村在易地扶贫搬

迁工程实施前后的各项指标值。

易地扶贫搬迁对迁入村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农牧户收入、就业、用

水和交通便捷性的影响。在消除贫困层面（SDG 1），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后，白朗村高于

国家贫困标准的农牧户比例较搬迁前的32.5%提升到72.5%，其中，搬迁农牧户在搬迁前

户均年补贴收入 3278.75 元，而搬迁后则增加到 5949.94 元。在水源可持续管理层面

（SDG 6），搬迁前有85%的农牧户是可以方便地获得生活用水，在原始住户用水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搬迁后可以方便获得生活用水的农牧户比例下降至65%。在体面工作层面

（SDG 8），户均外出打工人口占比由22.79%降低至16.04%，村落尺度指标标准化值由原

来的 0.304降低至 0.214。在可持续住区层面（SDG 11），易地扶贫搬迁后村内居民点距

离村硬化道路平均距离由原来的1552.33 m缩减到1326.85 m，促使村落尺度指标的标准

化值由0.746提升至0.783（图4）。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实施使得迁入村土地利用/覆被、人类活动强度和生态系统服务

产生变化，进而影响迁入村的可持续发展。在消除饥饿层面（SDG 2），户均粮食年产量

由13199.9 kg减少到10561.47 kg，导致易地扶贫搬迁前后，该村落尺度指标标准化值由

0.5829下降到 0.4413。在可持续能源层面（SDG 7），户均年牛粪使用量由 3262.29 kg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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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 4301.69 kg，促使由农牧户牛粪能

源年使用量计算的能源供应服务标准化

值由搬迁前的 0.1547 提高到 0.2615。在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层面（SDG 13），全

村草地土壤有机碳储量由搬迁前的

66.84×107 kg减少到 54.39×107 kg，导致

村落尺度草地固碳服务标准化值由0.875

降低到0.647。在陆地生态系统保护层面

（SDG 15），村内草地平均NDVI在搬迁

后由 0.635 降低到 0.634，基于 NDVI 数

据计算的村落草地植被覆盖度指标值在

搬迁后由0.667降低至0.652（图5）。

八项村落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衡

量指标中，有六项指标在搬迁前后发生

较为显著的变化。其中，用来衡量消除

饥 饿 （SDG 2）、 水 源 可 持 续 管 理

（SDG 6）、体面就业 （SDG 8） 和气候

变化行动（SDG 13）目标的村落尺度指

标均下降 20%以上。同时，农牧户脱贫

率、能源供给服务和交通便捷度三项指

标较搬迁前有所增加。其中，用来衡量

消除贫困和可持续能源目标（SDG 1和

SDG 7）的村落尺度指标均提高50%以上。

2.1.2 易地扶贫搬迁对村落可持续发展指数影响

根据易地扶贫搬迁影响的分析框架，分别计算了易地扶贫搬迁以直接途径和间接途

径影响村落可持续发展的两类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及其贡献率（表2）。其中，直接途

径影响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农牧户收入、就业和用水等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在搬迁后由

原来的 2.225增长到 2.372，该类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数贡献率由 49.4%增加至 54.23%。

政策直接影响类指标的主要增长点体现在高于贫困标准的农牧户数比例显著增加，该类

指标的增加将直接促进相关村落尺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反映了易地扶贫搬迁

对农牧户收入、就业和村内交通等福祉的改善。

易地扶贫搬迁以间接途径影响的村落生态系统服务和结构等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可持

续发展指数由搬迁前的2.280下降到2.002，政策间接影响类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数贡献

率由 50.6%降低为 45.77%。其中，指标值的降低主要体现在粮食供给服务和固碳服务

上，目前新开垦耕地还不能保证搬迁农牧户户均耕地与原住农牧户一致，因此村落尺度

粮食供给服务水平稍有降低；固碳服务的降低则主要归因于搬迁农牧户的迁入带有大量

牲畜迁入，放牧强度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落草地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

2.2 农牧户尺度可持续发展指标差异

2.2.1 易地扶贫搬迁对搬迁农牧户SDGs实现影响

搬迁农牧户的粮食年产量和人均纯收入在搬迁前后的配对 t检验统计结果均在1%的

图5 搬迁前后间接影响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变化

Fig. 5 The index chan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influenced indirectly by pre- and post-resettlemnt

图4 搬迁前后直接影响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变化

Fig. 4 The index chang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influenced directly by pre- and post-resettlem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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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易地扶贫搬迁后该类农牧户的粮食产量显著减少，但收入水平显著

增加（表3）。粮食产量的减少主要体现在与迁出地相比，迁入农牧户在白朗村的耕地使

用面积减少，户均耕地使用面积从在迁出地时的 22.78 亩变为目前居住在白朗村的

20.28亩；但对SDG 2（消除饥饿）的影响，还应考虑粮食消费量，调研农牧户年均谷物

消费量约为981.85 kg。因此，粮食产量的显著降低，仅表明村落生态系统粮食供给服务

的降低，并不说明易地扶贫搬迁影响了搬迁农牧户SDG 2（消除饥饿）的实现。搬迁后

搬迁农牧户人均收入的增加可以体现易地扶贫搬迁对SDG 1（消除贫困）实现的显著促

进作用。搬迁农牧户的非农就业率在搬迁前后的 t检验统计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

在差异，较搬迁前非农就业率显著提升，体现了易地扶贫搬迁后对迁入农牧户的专业技

能培训及就业安置等扶持政策的效果，有效促进了搬迁农牧户SDG 8（体面工作）的实

现。在牛粪使用量层面，尽管搬迁前后的使用数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体现了差异，但

考虑到该数据由日使用量计算而来，日均仅增长 2.74 kg，实际牛粪使用量变化并不大，

因此易地扶贫搬迁对SDG 7（可持续能源）的影响不显著。

2.2.2 易地扶贫搬迁对迁入区原住农牧户SDGs实现影响

相较于搬迁农牧户在多项指标的显著改变，白朗村原住农牧户仅有粮食年产量和人

均纯收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搬迁户迁入前有差异（表4）。在对农牧户的调研中发现

原住农牧户的耕地使用面积在搬迁前后并无显著改变，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单产

的提高，因此易地扶贫搬迁对原住农牧户SDG 2（消除饥饿）的实现没有显著影响；在

政府补贴资金稳定的前提下，原住农牧户搬迁后人均纯收入的显著提升归因于社会经济

的整体发展，因此易地扶贫搬迁对原住农牧户 SDG 1 （消除贫困）的实现没有显著影

表2 搬迁前后可持续发展指数及贡献率变化

Table 2 Chang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and contribution rate before and after resettlemnt

村落可持续发展指数

政策直接影响类指标

政策间接影响类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数

村落尺度指标

高于国家贫困标准的农牧户比例

用水方便农牧户比例

户均非农就业比例

居民点距离村硬化道路距离

粮食供给服务

能源供给服务

碳固定服务

草地植被覆盖度

搬迁前

2.225（49.4%）

2.280（50.6%）

4.505

搬迁后

2.372（54.23%）

2.002（45.77%）

4.374

表3 搬迁农牧户搬迁前后可持续发展指标配对 t检验

Table 3 Paired t tes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of relocated farmers and herdsmen before and after resettlemnt

指标

粮食年产量/kg

牛粪年使用量/kg

非农就业率

人均纯收入/元

均值

搬迁前

8864.56

5686.32

0.08

2265.62

搬迁后

7886.38

6387.5

0.14

4032.75

t

4.695

-1.951

-2.505

-5.456

Sig

0.000***

0.067*

0.023**

0.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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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原住农牧户搬迁前后牛粪使用量的配对 t检验在10%的水平上显著，搬迁前后的牛粪

使用量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但由于该指标的计算使用的是调研中的牛粪日均使用

量，搬迁前后牛粪日使用量仅变化 0.42 kg，因此不能说明易地扶贫搬迁对原住农牧户

SDG 7（可持续能源）的实现产生显著影响。原住农牧户搬迁前后非农就业率的配对 t检

验并不显著，搬迁前后的均值基本一致，易地扶贫搬迁并没有影响原住农牧户的原始就

业结构和SDG 8（体面工作）的实现。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易地扶贫搬迁显著促进了迁入村消除贫困（SDG 1）和可持续能源（SDG 7）

目标的实现，暂时延缓了迁入村消除饥饿（SDG 2）、可持续水源（SDG 6）、体面工作

（SDG 8）和气候变化（SDG 13）目标的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后，迁入村SDG 1和SDG

7的平均标准化值较搬迁前分别增加了123.08%和69.03%，全村整体收入水平和可再生能

源的使用量显著提高；迁入村SDG 2、SDG 6、SDG 8和SDG 13的指标标准化值分别较

搬迁前降低了24.36%、23.53%、29.61%和26.06%。

（2）易地扶贫搬迁以直接方式影响的迁入村收入、交通和就业等可持续发展指标在

搬迁后显著改善，成为推动村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易地扶贫搬迁

以间接方式影响的生态系统相关可持续发展指标在搬迁后呈现整体降低趋势。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直接影响了农牧户收入、用水、就业和交通条件，该类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数

贡献率由49.4%增加至54.23%；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带来的工程建设开发和人类活动强度

的增加间接影响了粮食供给服务、能源供给服务、固碳服务和植被覆盖等生态系统相关

指标，该类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数贡献率由50.6%降低为45.77%。

（3）与白朗村原住农牧户相比，搬迁农牧户在迁入安置村后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全面

显著提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显著促进了搬迁农牧户消除贫困（SDG 1）和体面工作

（SDG 8）目标的实现。尽管搬迁农牧户家庭粮食总产量指标与在迁出区时相比有所下

降，但粮食产量依然远大于消费量，因此，搬迁后耕地使用面积的减少并没有影响搬迁

农牧户消除饥饿（SDG 2）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在村落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搬

迁农牧户的大量迁入以及对资源的利用并没有影响原住农牧户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3.2 讨论

（1）许多国家级生态修复工程中涉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包括退耕还林、天然林保

表4 原住农牧户搬迁前后可持续发展指标配对 t检验

Table 4 Paired t tes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of original farmers and herdsmen before and after resettlemnt

指标

粮食年产量/kg

牛粪年使用量/kg

非农就业率

人均纯收入/元

均值

搬迁前

13199.9

3262.29

0.23

4535.74

搬迁后

13356.35

3414.27

0.24

5420.01

t

-6.132

-2.091

-0.419

-10.965

Sig

0.000***

0.061*

0.68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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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退耕还草等[20]。研究表明：这些生态修复工程中的迁出地林地蓄积量、草地覆盖度、

生物多样性以及各项生态系统服务都显著改善，生态恢复成果显著，也促进了不同尺度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36,37]。此外，三江源等地区的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补偿政策

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草地植被的恢复，但由于搬迁户非农岗位的不足等因素影响了迁入

地的整体可持续发展 [38]。本文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促进了迁入区消除贫困

（SDG 1）、可持续能源（SDG 7）和可持续住区（SDG 11）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但

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值的降低；影响了整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表明因不同原因而发生的易地扶贫搬迁，由于其核心政策目标和内涵的区别，导致实现

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因素和路径不同，而基于UN-SDGs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不

同政策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后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影响因子，促进后续政策优化。

（2）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及供需矛盾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方向，反映了

人类活动下生态系统过程的变化对人类福祉等的影响[39-41]。已有研究表明，量化并把握生

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是确保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42-44]。本

文耦合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框架，构建了村落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可以一定程

度上将生态过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并为生态系统服务在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

中的应用提供新思路。本文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人类活动的增加使得资源总量有限

的迁入区产生潜在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风险[45]。村落尺度的能源可持续目标（SDG 7）

较搬迁前显著提升，与搬迁前相比，迁入村牦牛数量增长约2466头，促进了能源供给服

务指标值的增长。与此同时，作为村落牦牛集中放牧区的山地草地的表层土壤有机碳储

量由搬迁前的64.35×107 kg减少至51.96×107 kg，高强度的放牧造成草地土壤固碳能力的

下降[46,47]。因此，能源供给服务和草地固碳服务指标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搬迁后村落

草地生态系统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可能会出现权衡关系。

（3）基于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对迁入村生态系统带来的潜在影响以及对原住农牧户

和搬迁农牧户影响的差异性，建议地方政府对藏南河谷区迁入村农地整理复垦、供水基础

设施建设和村民就业培训等问题保证资金和政策上的持续帮扶。通过对藏南河谷区典型易

地扶贫搬迁迁入村的可持续发展评估认为，在未来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具体实施前，有必

要优先对迁入村进行详细的土地利用规划及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模拟，以尽量减少搬迁

对迁入村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通过政策手段改善搬迁人口生活

条件的同时，保证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给，才能有效避免迁入村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

“再搬迁”，并促进易地扶贫搬迁迁入区的可持续发展。而对于村落和搬迁农牧户应进行耦

合研究，即保障所有农牧户的可持续生计，也保证村落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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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UN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 SDGs) and integrated

with ecosystem services,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farmers and herdsme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changes of Bailang village and farmers and herdsme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settlement in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village scal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ettle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values of the immigrated villages under the three goals of poverty eradication (SDG 1),

energy sustainability (SDG 7) and sustainable settlements (SDG 11)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total scor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decreased by 2.91%.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of income, water use and transportation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relocation policy increased from 49.40% to 54.23%, while

that of ecosystem related index in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decreased from 50.60% to 45.77% . At the scal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realization of poverty eradication (SDG 1)

and decent work (SDG 8) for relocated farmers and herdsme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f indigenous farmers and herdsmen still increased steadily with limited village

resources and large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study provides the guidanc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input work after the resettlement of Bailang village, and idea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in other area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 SDGs); poverty allevi-

ation resettlement; immigrated village; ecosystem services;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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